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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洛普·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辛雅敏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不仅构建了原型批评的理论大厦，而且对２０世纪莎
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弗莱认为，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它将新喜

剧中的主人公的胜利和旧喜剧的仪式化的死而复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

决”，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弗莱认为，文学（尤其是喜剧）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

或评价，也可以是技巧的重复和程式化的写作，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人物也是高度风格

化的。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提

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角色功能理论”。总之，弗莱的莎

士比亚喜剧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文学研究理论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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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史研究者来说，加拿大学
者诺斯洛普·弗莱（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是一位值得尊敬
的批评家，因为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将整个西方文学

传统纳入到了一个以神话原型为基础的、带有结构

主义色彩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但也正是由于

这个体系的复杂性，任何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

其思想的尝试都变得格外困难。莎士比亚在这个错

综复杂的体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而在弗莱漫

长的学术生涯中，他还出版了四部专门讨论莎士比

亚的专著和多篇莎评论文。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几乎

涉及所有的莎剧，但能够让弗莱在莎评史中青史留

名的还是他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１９６５年，弗莱出版了专门讨论莎士比亚喜剧和
传奇剧的《自然的视镜》一书。除此之外，他还在不

同刊物和场合多次讨论并讲授莎士比亚喜剧，这些

成果后来形成了《喜剧的论证》（１９４８）、《莎士比亚
的喜剧神话》（１９５２）、《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人物塑
造》（１９５３）等颇具影响的文章，其中《喜剧的论证》

一文被各种莎评文选多次收录，成为莎评史上的经

典。弗莱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绿色世界理论、角

色功能理论等在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史上影响巨大。

本文拟对弗莱的上述理论进行梳理与介绍，以期达

到深化国内莎士比亚喜剧研究与弗莱研究的目的。

　　一、莎士比亚喜剧的性质与绿色世

界理论

　　１９４８年，弗莱发表了《喜剧的论证》一文，其中
提出的“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的思想奠

定了其在莎评史中尤其是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史中的

地位，此文中关于喜剧的思考后来也体现在其著名

的《批评的解剖》一书中。

在《喜剧的论证》中，弗莱首先讨论了古代新喜

剧的基本模式，指出新喜剧的展开方式是一种喜剧

的俄狄浦斯情境，其主要情节是年轻人在婚姻上对

老年人（往往是父亲）的胜利。这种新喜剧都有一

个主题，那就是最后会形成以各种节庆活动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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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新的“社会一致性”，即得到“喜剧性解决”。

这种喜剧性解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

面，二是社会层面。这一点后来被弗莱用来说明莎

士比亚喜剧的结构，我们会在讨论《自然的视镜》一

书时展开论述。

不同于新喜剧，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阿里

斯托芬的旧喜剧更重视仪式，尤其是仪式化的死而

复生。弗莱认同悲剧包含一种牺牲仪式精神的说

法，认为喜剧也来自同一种仪式，但不同于悲剧的牺

牲仪式，喜剧净化的仪式模式是死亡之后的复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悲剧是不完整的喜剧，喜剧中也

包含了潜在的悲剧。弗莱指出，基督教观念中的悲

剧本来就是一个包含了复活与救赎的大喜剧框架的

一部分，这种喜剧也就是但丁意义上的喜剧［１］（Ｐ１２４）。

而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有比较明显的主人公死

而复生的情节，在古希腊新喜剧作家米南德和古罗

马喜剧作家普劳图斯的新喜剧中，也常常能看到帮

助主人公的奴隶受到死亡威胁的情节。可见，“新

喜剧被包含在了旧喜剧中，而旧喜剧则被包含于基

督教的喜剧概念中”［１］（Ｐ１２５）。

但是，弗莱继而指出，莎士比亚的喜剧并非来自

米南德的新喜剧传统，也不是来自阿里斯托芬的旧

喜剧传统，更不是来自但丁的基督教喜剧传统，而是

来自第四种传统。因为在弗莱看来，米南德的新喜

剧与亚里士多德和现实主义相联系，阿里斯托芬的

旧喜剧与柏拉图和辩证法相联系，但丁的“神圣喜

剧”与基督教和阿奎那相联系。第四种传统是由莎

士比亚的前辈剧作家皮尔所建立，而后由英国剧作

家黎里、格林及假面剧作家们所发展，使用的并不是

奇迹剧、道德剧、插剧的主题，而是来自中世纪的罗

曼司和民间故事的主题，是圣乔治剧和哑剧的主题，

它们都属于一种民间仪式传统。对于这种喜剧，

“我们可以称其为绿色世界剧，它的主题是生命对

荒原的胜利，是曾经为神的人类对一年一度的死亡

与复生的模仿”［１］（Ｐ１２５）。

弗莱发现，莎士比亚喜剧中几乎都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正常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由森林、仙境所组成

的绿色世界，如《皆大欢喜》中的亚登森林，《温莎的

风流娘儿们》中的温莎林苑，《仲夏夜之梦》中的林

中仙境，以及《冬天的故事》中的波西米亚、西西里

等。《威尼斯商人》中的贝尔蒙特是“绿色世界”的

变种，统治它的是爱的涌动、生命的气息与青春的欢

乐。另外，自《辛白林》之后，这两个世界便融合为

一个世界，比如《暴风雨》就完全发生在绿色世界

中。而莎士比亚的问题喜剧之所以成为问题（莎士

比亚的问题喜剧由 ＦＳＢｏａｓ于１８９６年首次提出，
这个提法显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易卜生的现实主义

戏剧的影响。Ｂｏａｓ的讨论包括了《哈姆雷特》，后来
蒂利亚德讨论问题喜剧时也把《哈姆雷特》纳入其

中，但莎学界所公认的问题喜剧一般只包括三部剧

作：《终成眷属》《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报还

一报》。这三部剧作有时又被称为莎士比亚的“问

题喜剧”或“黑喜剧”。许多批评家认为这几部剧作

标志着莎士比亚戏剧兴趣的转移，开始转向悲剧创

作。关于问题喜剧最有影响的研究是１９３１年劳伦
斯（ＷＷ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出版的《莎士比亚的问题喜剧》
一书，蒂利亚德、诺斯罗普·弗莱等人也都有专门讨

论问题喜剧的著作），也正是因为它们缺少绿色世

界的缘故。

总之，弗莱虽然意识到了传奇剧与早期喜剧的

不同，但对此并没有作刻意的区分，只是认为莎士比

亚喜剧是不同于其他喜剧传统的伊丽莎白时期的喜

剧，其中的绿色世界使“喜剧性解决”有了夏天战胜

冬天的象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莎士比亚喜剧将

新喜剧中的主人公胜利和旧喜剧中仪式化的死而复

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决”，

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

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构建了一个原型批评

的大厦，将包括戏剧在内的大部分西方文学形式纳

入其中。在形式主义阵营中，由于大部分批评家把

莎士比亚戏剧视为戏剧诗，所以很少进行宏观层面

的戏剧理论建构。关于莎士比亚喜剧，弗莱也提出

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喜剧形式可用两

种方法展开：一种方法是重点突出坑害他人者，另一

种是径直描写后来发现及和好的场景。前一种是喜

剧式嘲弄、讽刺、现实主义手法及世态人情写照的一

般倾向；后一种则是莎士比亚式或其他类型的浪漫

喜剧的倾向”［２］（Ｐ２３８）。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就是后

来弗莱所说的喜剧结构的两个极端，即讽刺与传奇。

莎士比亚喜剧显然更靠近传奇这一端。弗莱把喜

剧、传奇、悲剧、嘲弄和讽刺作品分别划分成了首尾

相连的六个相位，并把莎士比亚喜剧纳入到这个宏

伟体系中，安放在喜剧靠近传奇一端的第四和第五

相位。其中，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属于第四相位，在

这一相位中“我们开始走出经验世界，进入天真和

浪漫的理想世界”［２］（Ｐ２６２）。这一“理想世界”表现在

莎剧中就是上面提到的“绿色世界”。莎士比亚后

期的传奇剧则居于第五相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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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早期喜剧和后期传奇剧在弗莱的理论体系中处

于不同的位置，弗莱并未对两者做出明确的辨析，但

他常常将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称为“浪漫喜剧”，而将

传奇剧称为“传奇”），“在此相位时，我们所进入的

世界更为浪漫，较少乌托邦及阿卡狄亚色彩，与其说

具有欢庆气氛，不如说是一片凄恻哀怨”［２］（Ｐ２６５）。也

就是说，这一相位的喜剧又朝着传奇挪动了一步。

不仅如此，“‘传奇剧’不是回避悲剧，而是包含了悲

剧。这种情节的开展似乎不仅仅由‘冬天的故事’

转向春天，而且还由一个混沌的低级世界趋向一个

秩序井然的高级世界”［２］（Ｐ２６５）。

　　二、莎士比亚喜剧的程式化问题

１９６３年，也就是《批评的解剖》一书出版之后的
第六年，弗莱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四次关于莎士比

亚喜剧的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的内容构成了１９６５年
出版的《自然的视镜》。在这本书中，弗莱补充和发

展了《喜剧的论证》中的观点，尤其是对莎士比亚传

奇剧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在此书开篇，弗莱首先区分了两种批评家以及

对应的两种批评：一种是奥德赛式的批评家，对应的

是奥德赛式的批评，其兴趣主要集中在喜剧和传奇；

另一种是伊利亚特式的批评家，对应的是伊利亚特

式的批评，其兴趣集中在悲剧、现实主义和讽刺作

品。弗莱有时称伊利亚特式的批评为道德批评，认

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真实，人物也是一

种生活真实的象征；而且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使人

们更深入地理解非文学经验的核心［３］（Ｐ１３０）。在弗莱

看来，这种批评对于现代作家可能更适用，但忽视了

文学在讲故事时的技巧和结构问题。奥德赛式的批

评家感兴趣的是文学的传统技巧和自给自足的文学

本身，他们关心的是人物的刻画、语言的巧智、故事

的文学价值等。换句话说，他们更关注文学是如何

讲故事的。在体裁上，喜剧、传奇，以及侦探故事与

各种流行小说由于含有大量的文学形式因素，因而

成为这类批评家关注的对象。

弗莱称自己是一个奥德赛式的批评家，更偏爱

喜剧批评。“在性情上，我一直都是一个被喜剧和

传奇所吸引的奥德赛式的批评家。”［３］（Ｐ１３０）比起悲剧

和现实主义作品，文学传统对于喜剧与传奇来说更

加重要，“喜剧与传奇剧中故事本身便是目的，而不

是作为自然的镜子反映自然。其结果是喜剧和传奇

剧有明显的传统化倾向，以至于对它们的严肃的兴

趣也会很快变成对传统本身的兴趣”［３］（Ｐ１３３）。而这

种对传统的兴趣最后导致的是对文学体裁与故事结

构技巧的兴趣。正是由于喜剧和传奇的这种性质，

才使得弗莱能够在不断重复的传统技巧中发现文学

形式和结构的问题。

具体到莎士比亚喜剧，弗莱认为莎翁写剧就是

为了赚钱，所以赢得观众的喜好是其创作的基本前

提。因此，莎士比亚喜剧也同样有不断重复的传统

技巧，比如出海碰上风暴、长相一样的双胞胎、女扮

男装、躲入森林、女主人公的神秘父亲、失踪的统治

者等。如果系统地考察这些技巧，我们就会发现莎

士比亚不过是想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并试图让我们

相信这个故事。而要使故事变得可信，就需要通过

一些修辞手段，而不是通过逻辑上的严谨。因此，弗

莱甚至认为莎剧中随处可见的时代错误是莎翁故意

为之。比如，《约翰王》中出现过这样一幕：“愿你成

为法兰西眼中的闪电，因为不等你有时间回去报告，

我就要踏上你们的国土，我的巨炮的雷鸣将要被你

们所听见。”约翰王的时代根本没有火药，怎么会有

巨炮？但弗莱认为，在这里巨炮的意象要远比现实

中有无火药更重要［３］（Ｐ１４０－１４１）。也就是说，莎士比亚

是在塑造典型而不是在处理特殊的历史事件。

应当指出的是，弗莱在这里讲的还是现实主义

与文学传统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学（尤其是喜剧）

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或评价，而是技巧的重复

和程式化的写作。这种观点与早期致力于研究戏剧

和舞台传统的历史主义莎评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如美国历史主义莎评家斯托尔就持这种观点。弗莱

与历史主义莎评家的这种相似性也被一些莎评史家

所注意，《莎评简史》的作者伊斯特曼就曾评论道：

“某种意义上，弗莱就是一个经过人类学复杂化了

的斯托尔。”［４］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弗莱与斯托

尔之间的不同使得两人分别代表了莎士比亚评论的

不同发展阶段。

其一，弗莱认为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

人物也是高度风格化的，但悲剧则不像喜剧那么依

赖传统，因此弗莱对传统的强调主要集中在莎士比

亚喜剧。比如，他认为，威尼斯的犹太人夏洛克属于

文学传统，但威尼斯的摩尔人奥瑟罗就更像真人。

这一点与斯托尔的看法是不同的。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弗莱并没有将莎士比

亚戏剧的观众区分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还是现代

观众。“有人向我们证明，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

眼中，《一报还一报》中的伊莎贝拉的行为跟我们现

代人所认为的问题剧是多么不同。但事实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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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还是现代观众，都不会

被允许去思考。他们有权去喜欢或不喜欢此剧，但

只要戏剧行动还在进行，他们就没有权力来对剧中

事件的真实性或这些事件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是否相

符提出疑问。”［３］（Ｐ１３６）这正是弗莱与历史主义莎评家

斯托尔和许金等人的根本区别所在。斯托尔和许金

倡导回到伊丽莎白时代去理解莎士比亚，并认为伊

丽莎白时代的观众眼中的莎士比亚才是真正的莎士

比亚。弗莱超越了这种历史主义，认为由传统组成

的结构因素在文学内部不断循环、重复，至于是伊丽

莎白时代的观众还是现代观众在看戏，并不重要。

从这个角度考虑，作者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对一个戏剧的结构的批评性考察不需要考虑作者

的身份。”［３］（Ｐ１５１）这与斯托尔所强调的作者意图完全

相反。换句话说，“除了戏剧结构以外，莎士比亚并

没有什么思想、价值观念、哲学或任何其他原

则”［３］（Ｐ１５２）。这种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思想才是弗

莱文学批评的基础。而且弗莱还曾指出，“在所有

文学形式中，戏剧这种体裁最少依赖自己的历史语

境”［５］（Ｐ２７１）。因此，历史方法注定是不可行的。在弗

莱看来，戏剧依赖的是传统，但这种传统并不是斯托

尔眼中的文学史传统，而是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和

结构。

　　三、莎士比亚喜剧的结构问题

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

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认为，结

构问题或形式问题是莎士比亚喜剧的核心问题，

“处理莎士比亚的核心方式只能通过研究戏剧结

构，这包括单一剧本的结构和更大意义上的悲剧与

喜剧的结构性原则。莎士比亚喜剧是一种形式，在

这种 形 式 里 同 样 的 技 巧 被 不 断 地 重 复 使

用”［５］（Ｐ２７１－２７２）。于是，弗莱就花了大量精力来论述

莎士比亚喜剧的结构问题。

在《自然的视镜》一书中，弗莱详细讨论了这种

结构。他指出，莎士比亚喜剧一般从一个最终会被

喜剧行动所克服的反喜剧的社会开始［３］（Ｐ１５０）。这个

社会的组织形式有时以一个荒唐的法律体现出来，

比如《错误的喜剧》与《仲夏夜之梦》；有时则是以一

个暴君的多疑为特征，比如《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

里克和《冬天的故事》中的国王里昂提斯。但有时，

反喜剧的主题虽会以某种情绪的形式出现，但不一

定成为该戏剧的结构性元素，比如《终成眷属》开场

时所有人物都服丧出场，《第十二夜》一开场奥西诺

为爱唉声叹气，而奥利维娅则为哥哥的死而悲伤。

总之，如果把莎士比亚喜剧结构分为三个阶段，从反

喜剧的社会开始就是其中的第一阶段。

莎士比亚喜剧结构的第二阶段可称之为暂时地

失去身份。这种失去身份常常以不会被识别的伪装

的形式出现，而且，最常见的情况是性别身份的丧

失，莎士比亚喜剧中有五部都涉及到女扮男装的性

别变化问题。如《第十二夜》和《错误的喜剧》是以

双胞胎的形式体现失去身份的主题，《辛白林》则是

伊摩琴误认了穿着波塞摩斯衣服的克洛顿的尸身，

《暴风雨》更为复杂，涉及了米兰公爵和那不勒斯王

的合法身份问题。总之，莎士比亚喜剧用来表现这

个阶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与第二阶段相联系，莎士比亚喜剧结构的最后

一个阶段是身份的发现。正如弗莱在《喜剧的论

证》中所指出的，这种发现可以分为社会层面和个

体层面，在莎士比亚喜剧中二者常常兼而有之。个

体层面的身份发现即是人物对自身的重新认识，这

一点多见于气质类的人物，这种人物由于被某一种

性格所控制，会机械地重复某一行为，最后会从这种

气质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况在英国剧作家本·琼生

的癖性喜剧中最常见，莎士比亚喜剧中也有，但要复

杂一些。如《驯悍记》中的凯瑟丽娜，《爱的徒劳》中

的那瓦国王腓迪南与他的三个侍臣，还有《无事生

非》中的培尼迪克和贝特丽丝。在《辛白林》《冬天

的故事》与《暴风雨》中，辛白林、里昂提斯、那不勒

斯王等人也有这种对自己身份的重新认识。

不过，在莎士比亚喜剧中，达到个体身份同一性

最常见的形式是婚姻，在婚姻中两个灵魂合而为一。

这种身份同一性往往伴随着女扮男装的女主人公重

新回归女性身份，它本质上是一种性别身份。弗莱

认为，这种性别身份现象的背后有更深刻的神话因

素，朝着身份同一性发展的喜剧动力的核心是一种

性爱冲动，喜剧精神常常由一个能够带来喜剧结局

的爱神厄洛斯式的人物所代表，这个人物自身在性

的方面自给自足，某种意义上既是男性又是女性，不

用在自身之外寻找爱的表达［３］（Ｐ１７８）。《暴风雨》中

的爱丽儿和《仲夏夜之梦》中的迫克的厄洛斯式的

性别模糊、一摸一样的男女双胞胎、女扮男装、死而

复生的女性角色等，都是这种性别身份的体现。

在社会层面，莎士比亚喜剧结尾所达到的同一

性更彻底。莎士比亚喜剧不像新喜剧那样强调一种

年轻人社会对老年人社会的胜利，而是强调一种和

解。而且，“喜剧越是强调和解，剧中被战胜的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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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个体的人物”［３］（Ｐ１８３）。

于是莎氏喜剧的结局往往是一种节庆化的新社会的

形成。

在《自然的视镜》一书最后一章，弗莱借用基督

教的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之前的绿色世界理论，认

为，“像所有同时代的作品一样，莎剧中这种从春到

冬再到春的普通的自然循环处在三种现实的中

间”［３］（Ｐ２１１）。这种位于中间的现实就是人类犯下原

罪之后堕入的物理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更高的

现实，即上帝希望人类居住于“自然”之中。按《圣

经》中的说法，这个“自然”就是伊甸园；按古希腊神

话的说法，这个“自然”就是永远丰收的黄金时代。

而在这个世界下面，是混沌或虚无的深渊。

我们不知道弗莱对于奈特的音乐和暴风雨的象

征理论了解多少，但他显然也发现了莎剧中的这两

种象征。在弗莱看来，莎士比亚常常用音乐和女性的

贞洁来象征一个更高的世界，而用暴风雨来象征物理

世界之下的混沌世界。［３］（Ｐ２１４）于是，之前的绿色世界

就被纳入了一个由三个世界组成的原型象征体系。

不仅如此，这个绿色世界在传奇剧中被弗莱改称为

“自然社会”。“森林或绿色世界，是一个自然社会的

象征。‘自然’这个词在这里指的不是人类现在所生

存的物理世界，而是作为理想家园的原初社会，是一

个人类试图回归其中的‘黄金世界’”［３］（Ｐ２１５）。总之，

莎士比亚喜剧表现出了一个宏伟的自然的循环。这

个观点也符合弗莱对戏剧的看法，他认为，戏剧的意

义就在于通过提供一种整体经验，来行使古代仪式

中交感巫术的功能，即连接人类与自然世界。

　　四、莎士比亚喜剧的角色问题

前面已经指出，结构问题是弗莱莎评理论的核

心问题。弗莱认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

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喜剧人物理论，在

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角色功能理论”。１９５２
年，弗莱在波士顿做了一次关于莎士比亚人物的讲

座，讲稿于次年发表在《莎士比亚季刊》，取名为《莎

士比亚喜剧中的人物塑造》，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

点后来也被部分地融入《批评的解剖》一书中。我

们从此文开篇的如下一段话［５］（Ｐ２７１）里可以看出这种

角色功能理论的基本主张———

在戏剧中，角色塑造取决于戏剧的功能：角色的

性质由这个角色在剧中的行动所决定；而戏剧的功

能又取决于戏剧的结构：角色在剧中会做这些事，是

因为这部剧有这样的结构……而戏剧的结构又取决

于戏剧的种类：如果这部剧是一个喜剧的话，那么它

的结构就会要求它有一个喜剧性解决和一种随处可

见的喜剧氛围。

在弗莱看来，从阿里斯托芬到萧伯纳，喜剧传统

从未改变，因为大部分的喜剧人物都是固定的类型

人物。古希腊佚名作者留下的《喜剧论纲》将喜剧

人物分为三种，分别是 ａｌａｚｏｎ、ｅｉｒｏｎ、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
ａｌａｚｏｎ的意思是欺骗者、吹牛者、伪君子，ｅｉｒｏｎ的意
思是隐嘲者或自贬者，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的意思则是丑角
或愚人。ｅｉｒｏｎ由于时常揭露 ａｌａｚｏｎ的骗局、谎言而
与ａｌａｚｏｎ形成对比。亚里士多德在这三种人物的基
础上提出过第四种人物，即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意为吝啬鬼或
乡巴佬。由于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能够与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形成对
比，因此，这四种角色便形成了两两对应的两组人

物，ａｌａｚｏｎ对应于 ｅｉｒｏｎ，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则对应于 ａｇｒｏｉ
ｋｏｓ。弗莱正是以古希腊理论家总结的这四种喜剧
类型人物为基础，构建了他的整个角色功能理论，并

将其运用在对莎士比亚喜剧的解读中。

弗莱认为，四种类型人物中的ａｌａｚｏｎ与ｅｉｒｏｎ之
间的对立最重要，因为它能够反映出喜剧的基本结

构，而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与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的对立则只能体现喜
剧氛围。［５］（Ｐ２７２）这一点在古罗马的普劳图斯和泰伦

斯的新喜剧中非常明显，ａｌａｚｏｎ是阻碍年轻主人公
获得爱情的老年人，ｅｉｒｏｎ则是年轻的男女主人公和
帮助他们的机智的奴隶，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非常

明显，而且这种对立决定了喜剧的结构及走向。莎

士比亚喜剧中也有同样类型的人物，只是其要更复

杂一些。弗莱指出，莎士比亚喜剧中的 ａｌａｚｏｎ角色
有两种，一种是吹牛者或吹牛的士兵，另一种是学究

或怪人。前者如《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修里奥和《暴

风雨》中的斯丹法诺；后者如《爱的徒劳》中的国王

及其周围的人。但总的来说，莎士比亚并不常用学

究类人物。［５］（Ｐ２７２－２７３）莎剧中的 ｅｉｒｏｎ角色和古代喜
剧一样，也是主人公和聪明的仆人，而且和新喜剧一

样，男女主人公在喜剧结构中并不起主要作用，ｅｉｒｏｎ
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聪明的仆人———文艺复兴时

期机智的奴隶常常被被演绎成聪明的仆人。这类角

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往往是计谋的策划者，而这

些计谋最终会将男女主人公带向胜利，并因此决定

喜剧情节的走向。弗莱在这里提到，早期的莎士比

亚曾使用典型的聪明仆人角色，如《错误的喜剧》和

《维洛那二绅士》，但这种角色很快就被莎士比亚所

抛弃，变成了偶尔出现的小丑角色。［５］（Ｐ２７４）

不过弗莱进一步指出，作为计谋的策划者，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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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中来自中世纪宗教剧的“恶”

角也被莎士比亚所利用。［５］（Ｐ２７４）对戏剧家来说，

“恶”角的好处在于他设计计谋的时候不需要动机，

是纯粹的恶作剧心态。《无事生非》中的唐·约翰

便来自这种“恶”角传统，但最明显的例子是《仲夏

夜之梦》中的迫克和《暴风雨》中的爱丽儿，弗莱对

这两个角色及其背后的戏剧“恶”角传统评价很高：

“因为他本剧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愚蠢的老年人

才收到愚弄，年轻人才获得爱情。而他实际上正是

喜剧精神之所在。”［５］（Ｐ２７４）当然，在弗莱看来，“恶”

角也可以与男女主人公结合，成为ｖｉｃｅｈｅｒｏ或 ｖｉｃｅ
ｈｅｒｏｉｎｅ，前者莎士比亚用得很少，只有《驯悍记》中
的彼特鲁乔与之类似；但后者则是莎士比亚最喜欢

使用的角色之一，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大量女主人公

都是此类角色。

ｅｉｒｏｎ角色中最后还有一类可以称之为隐退的老
者，这类人物常常在喜剧展开时便隐退，在结局时又

会回归。在其他喜剧中，这类人物往往只是一个希望

看到儿女真实行为的普通的父亲角色，但在莎士比亚

那里，这类人物则重要得多。在莎剧中，对喜剧结构

起决定性作用的常常是此类人物，而不是聪明的仆人

或ｖｉｃｅ，比如《仲夏夜之梦》中的迫克和《暴风雨》中的
爱丽儿便都是受命于此类人物———只不过普洛斯彼

罗并没有隐退，而是反转了这种程式，当女主人公和

“恶”角结合并行使喜剧结构构建者的职能的时候，

也常常和自己的父亲之间有着类似的关系。

至于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和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这组人物，弗莱认
为他们有助于提升喜剧的喜庆氛围，但对情节结构

贡献不大。［５］（Ｐ２７５）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ｓ也就是英文中的丑角，
莎士比亚时代的喜剧中有大量此类人物，其主要作

用是插科打诨、娱乐观众。福斯塔夫和托比·培尔

契爵士均与此类人物大有渊源。Ａｇｒｏｉｋｏｓ是吝啬鬼
或乡巴佬，这类人常常是喜剧中的扫兴人物，如《第

十二夜》中的马福里奥，而《终成眷属》中的勃特拉

姆则是此类人物和主人公的结合。弗莱还指出，吝

啬鬼其实还属于 ａｌａｚｏｎ一类，比如《威尼斯商人》中
的夏洛克，《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公爵，《冬天

的故事》中的莱昂特斯和《一报还一报》中的安哲

鲁。而当喜剧氛围变得更轻松的时候，ａｇｒｏｉｋｏｓ就更
倾向于被当做乡巴佬来使用，比如《温莎的风流娘

儿们》中的法官夏禄和斯兰德。［５］（Ｐ２７５－２７６）

总之，在角色塑造方面，莎士比亚在传统的基础

上更加灵活，对此，弗莱总结道：“在角色的塑造上，

正如在别的一切方面，莎士比亚都比同时代的其他

剧作家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其他人有本质的

不同”［５］（Ｐ２７６）。莎剧中的人物也是与戏剧功能紧密

联系的类型人物，只是莎士比亚使用的时候更富有

变化。“莎士比亚使用的是同一套程式，但使用的

方式却更精致、复杂和难以预测。”［５］（Ｐ２７６）

　　五、结语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里，喜剧由于轻浮和不严肃

而远不如悲剧重要，在莎士比亚喜剧评论领域也是

如此。但是，在２０世纪莎评史中，正是由于弗莱等
人的努力，莎士比亚喜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对于

２０世纪莎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来说，“弗莱提供
了最重要的动力”［６］（Ｐ２３１）。而当我们放眼整个２０世
纪文学批评的发展时会发现，弗莱不仅超越了历史

主义批评，同时也对形式主义批评进行了改造，他取

消了以往形式主义批评从传统人文批评那里继承而

来的价值判断，对文学研究进行了理论化的尝试。

弗莱的形式主义不再是新批评的那种建立在个别文

学作品基础上的有机整体论，而是将所有的文学创

作描绘成了一个有机宇宙，而喜剧无疑是这个宇宙

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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